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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5910953]摘要：碳中和与充分就业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对此需要科学评估减排所带来的就业成本。本文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周期结合，通过将碳排放和就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估计了气候变化奥肯定律。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奥肯定律是存在的：碳排放每减少1%，就业人数会相应下降0.10%。进一步地，本文还对气候变化奥肯定律背后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贸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和能源结构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发展水平越高，减排代价越低，减排政策的制定需要从时段、地区和产业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本文结论对未来碳中和任务的安排和实现公正转型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奥肯定律  碳中和  经济波动  气候变化
一、引言
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因素。高质量发展要求绿色发展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这给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这是中国首次向全球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中作出的最大减少全球变暖预期的气候承诺。由于市场机制在解决碳排放这一负外部性行为时通常会存在失灵现象，因而需要政府适当干预进行补充，而我国也明确提到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一目标。这类政策措施必然有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但考虑到我国国情，也势必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决策者、学者和公众广泛关注的焦点。从以往研究来看，众多学者将重点放在研究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之上，普遍认为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Azam，2016; Holtz-Eakin & Selden，1995），而对减排与宏观调控目标之一的充分就业两者关系的研究十分有限。在当前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外需面临不确定性，“有效扩大内需”成为畅通内循环和推进需求侧改革的重要途径，而就业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此，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实现稳定充分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畅通国内循环和推进需求侧改革的重要保障。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气候变化政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将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bookmark: _Hlk100188055]对于就业问题，区分长期与短期十分必要。在长期内，民众有足够的时间对外部冲击做出调整，而短期内（经济周期内）由于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的存在，外部冲击对就业的影响会更加明显（Fischer & Springborn，2011）。因而，理解经济周期内碳排放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既有助于加深对碳排放作为经济活动而非仅仅是物理活动的认识，也有助于从更广维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考虑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Doda，2014）。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或协整方法等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这类分析更注重对两者长期趋势性关系的讨论，并未对其短期关系或周期内关系进行深入刻画。长期分析虽然有助于对未来碳排放和就业形势进行预判，但无法准确估计减排政策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周期性影响，进而无法评估减排政策在当下的合理性。我国正处于碳减排的转型期，将碳排放问题纳入到宏观经济研究框架中，考察经济周期内碳减排与就业的短期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而长期关系更多的是对平台期的讨论。Fischer & Springborn（2011）提到尽管碳排放目标的设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这方面的直接研究还十分缺乏。基于此，本文实证估计了“气候变化奥肯定律”，以期更为系统地探究碳减排与就业的短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影响机理进行了探讨。
评估碳中和背景下气候变化政策与就业的周期性关系，不仅能够帮助决策者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也对稳定就业和宏观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统筹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提出“气候变化奥肯定律”探讨经济周期内碳排放和就业两者的关系，这丰富了对两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通过区分周期性和趋势性关系进行讨论，也是对传统的长期分析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本文还分析了碳减排对就业的影响机理，试图识别出新时代我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助推我国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落实。
二、文献综述
关于气候变化与就业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就环境规制等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环境规制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但并未就其影响方向达成一致。少部分文献还研究了碳减排政策对绿色就业的影响。
[bookmark: _Hlk95908349][bookmark: _Hlk95908393][bookmark: _Hlk95908417]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主要是从“遵循成本”和“创新补偿”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遵循成本”假说，在环境规制约束下，一方面，企业需要为其负外部性行为付费，污染成本的内部化会拉升其生产成本（Morgenstern et al，2002）。另一方面，企业为应对环境规制会增加部分非生产性投入和隐性学习成本（盛丹和张国峰，2019）。这些额外的生产成本会直接使企业减少其劳动需求量。另外，这些成本的上升还会进一步传导至产品价格之上，进而带来产品需求的降低，这使得企业缩小生产规模，并进一步减少劳动力需求量（赵连阁等，2014）。不愿承担高额成本的中小企业则会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减少排放，而生产规模的减小必然会造成就业岗位的流失（陈诗一等，2021）。可以发现，从“遵循成本”假说来看，环境规制会对就业带来负面影响。对于“创新补偿”，现有文献则主要是对“波特假说”进行验证，大多认为环境规制会带来就业创造效应（Fragkos & Paroussos，2018），即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加大投入进行创新活动，提高企业生产力，从而抵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提升企业在市场的盈利能力，进而对就业产生正面的影响。尽管多数研究认为基于“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其不一定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陆旸（2012）研究发现技术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出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现象，使就业岗位减少，即所谓的要素替换效应。
除了从企业层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外，也有部分学者从行业层面或宏观层面，考察气候变化政策对行业就业的影响，这主要是从气候变化政策会刺激新行业的产生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或者挤出旧岗位的角度来进行分析（Bezdek et al，2008；Moreno & López，2008）。多数研究集中在探讨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当地就业的影响（Lehr et al，2012； Ortega et al，2015；Wei et al，2010）。例如Perrier & Quirion（2018）使用CGE模型和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了将投资转向三种不同类型低碳行业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并分别对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Zhao & Luo（2017）则从反向关系考察了就业人数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发现随着收入增加，就业人数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会变小。
除此之外，碳税作为具体的碳减排手段，其对就业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Carraro et al， 1996；Chateau & Saint-Martin，2013；Metcalf & Stock，2020；Yamazaki，2017）。其逻辑是碳税等举措会通过调节税收体系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并最终创造潜在的就业。例如陆旸 （2011）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碳税对减排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Brown et al（2020）模拟了美国电力系统的碳税提高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碳税将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
[bookmark: _Hlk105309952]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的研究，已有文献提供了丰富深刻的洞见。从上述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企业内部运营绩效的微观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二是针对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减排举措或政策考察其对宏观就业的影响，而且普遍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从研究结论来看，目前研究并未就环境规制及减排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达成一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并未对碳排放和就业的周期性和趋势性关系进行区分。而这一区分对当前背景下我国如何选择最优的减排方式和最优的减排时段十分重要，本文则试图对现有研究中的这一空白做出了补充。就笔者所知，有少数学者探讨了气候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周期性关系，Fischer & Springborn（2011）和Heutel（2012）较早将气候政策纳入到真实经济周期的研究框架，之后各类研究相继考察了在经济周期下不同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Doda，2014；Klarl，2020）。其中，Cohen et al（2018）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关系与传统奥肯定律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关系进行类比，考察了世界前20大碳排放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关系。之后，该作者团队从不同国家、不同时间跨度、不同视角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究（Cohen et al，2019；Cohen et al，2022；Jalles & Ge，2020）。这类文献对于短期关系的研究均给了本文一定的启发。基于此，本文试图提出“气候变化奥肯定律”，回答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经济周期下的碳排放与就业两者间的关系，并识别出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高质量实现。
[bookmark: _Hlk100184103][bookmark: _Hlk100184800][bookmark: _Hlk100184135]三、气候变化政策对就业的影响：逻辑与机制
[bookmark: _Toc69827739]碳中和目标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将通过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一般来说，经济的短期波动源自外部对其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影响，从而造成产量或价格的下降。气候变化政策与供给侧改革、环保限产等背景相似，在短期内更多地是偏供给限制。事实上，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因而减排的实质是降低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我国目前减排手段大多还停留在末端治理上，即通过能源需求侧和供给侧对用能行为进行调整[footnoteRef:3]。在能源供给侧，主要是调整能源供应结构，通过减少化石能源比重，从能源品质上降低碳含量；在能源需求侧，主要是优化能源需求结构，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减少能源需求，从能源用量上减少碳排放。此外，在技术侧，以能源技术革命为牵引，提高能源效率助推碳排放的下降[footnoteRef:4]。 [3:  总的来说，本文所提及的能源需求侧与能源供给侧均为宏观经济的供给侧范畴。]  [4:  本文认为技术侧革命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不在本文的气候变化政策讨论范围之内，下文将不作分析。] 

从长期来看，碳中和背景有助于促进低碳发展方式的形成，进而提供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并带动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优化。但在短期中，本文认为气候变化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并不确定，这主要是受经济产出、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能源结构等五个方面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均属于能源需求侧的范畴，而能源结构则为能源供给侧范畴。尽管碳税这类气候变化政策会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我国还未开征碳税，因此本文不对其进行探讨。接下来，本节将讨论能源供需侧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碳排放与就业两者间的关系。
（一）气候变化政策、经济产出与就业
[bookmark: _Hlk105310222]一直以来，我国设定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目标给中央和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政府既要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我国目前各省碳排放与经济产出水平的现状来看，多数省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左侧，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是同向增长关系。换言之，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仍需要以能源的持续投入作为支撑，因此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取舍关系。若实施严苛的减排政策，在短期内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这将抑制能源的消费，进而使得维持经济增长的能源投入不足，阻碍经济持续发展。而劳动力作为经济产出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会导致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缩减（Okun，1963）。从微观层面来说，在长期内，减排政策可能能够带来“创新补偿”效应倒逼企业创新，并提升企业生产率（宋马林和王舒鸿，2013）。但是在短期内，企业为遵循环境规制而进行污染投资，这将直接挤占企业用于创新的投资（蒋伏心等，2013），导致潜在产出下降。因此，本文认为在短期内，产出水平的差异会对碳排放与就业的关系产生影响。
[bookmark: _Hlk105310392]图1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就业人数的趋势变化图，可以看出三者基本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相较于其他两者波动起伏更大，经历了2000－2010年间的增长率提速以及2010年之后的减速。换言之，就业人数与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关系较碳排放与GDP的关系来说显得更稳定，考虑到GDP与碳排放和就业都分别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我们根据图形趋势初步推断就业人数与碳排放的关系可能会受到经济产出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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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100184032]　图1　二氧化碳排放、城镇就业人数与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China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 和《中国统计年鉴》。	Comment by lenovo: 这个数据库的中文和来源？
（二）气候变化政策、产业结构与就业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而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占我国总能源消费的60%以上。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将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普遍认同环境规制会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李虹和邹庆，2018；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钟茂初等，2015）。通常来说，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两种方式。在经济周期内，要素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转移时常发生阻滞，市场调节作用有限，此时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发挥作用。一方面，环境规制会通过增加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一些低效生产技术的小企业的财务负担，提升高耗能产业的生存门槛，抑制其过快增长，而同时服务业等清洁型产业，受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冲击较小，迎来发展良机。因而，环境规制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高排放企业规模，并间接扩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政策会带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催生一批新能源产业或者新能源汽车行业等，进而影响产业结构[footnoteRef:5]。 [5:  对于这一点，能源结构部分对此将进行进一步地讨论。] 

如上所述，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受减排政策的影响较大，而这类行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吸收功能。因而，碳中和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就业人数的下降。但由于绿色就业岗位的出现，因而气候变化政策与就业的关系也将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图2显示，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呈现出产业比重与就业人数的正相关关系。但第二产业则并非总是向右上倾斜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包括了一段向后弯曲的部分，即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时候并不总是就业人数最高点。


[bookmark: _Ref100184055]图2　我国1997-2019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产业结构与就业人数	Comment by lenovo: 纵坐标名称和格式需要统一。统一为图1样式。下面各图类似
资料来源：China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 和《中国统计年鉴》。	Comment by lenovo: 
（三）气候变化政策、FDI、出口与就业
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对外资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基于“污染天堂”假说，发达国家的企业因面临苛刻的环境规制，往往选择将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但随着东道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减小，东道国区位优势减弱。换言之，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阻碍了FDI的流入。另一方面，依照“遵循成本”假说，随着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这会挤出其研发投入，竞争力会因此受限。但相比于国内同行，FDI企业可能由于“污染光环”效应，其受减排成本的冲击较小，经营绩效在绝对增长上有所减弱，但相对竞争力并未受到过多削弱。因此，随着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部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规模有所下降，同时在位外资企业也会受成本限制在短期内缩减生产规模。
根据上述所言，进一步地，FDI的发展受限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影响。首先，FDI增量下降带来的绿地投资减少，使得国内新增岗位有限；其次，FDI存量的发展受限会压缩其现存就业岗位（毛日昇，2009；张婷等，2021）。尽管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挤出或挤入效应，即FDI对东道国国内就业有替代效应，但这更多地是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而非就业数量。图3为我国二氧化碳、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就业人数三者的关系，实际利用外资额与碳排放之间大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FDI也会增加；而FDI与就业人数之间关系呈现倒U型关系。这一关系可能在于我国早期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宽松的环保标准吸引FDI进入，因而大多FDI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随着FDI规模的扩大，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而近些年来，我国FDI增速放慢，同时所引进FDI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产业上逐渐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傅元海，2008），那么尽管FDI规模扩大，但对劳动力的依赖大不如从前。所以，在FDI发展的不同阶段，气候变化政策对就业人数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

[bookmark: _Ref94308615]图3　我国1997-2019年间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之一。在加入WTO后，我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重组的进程中。由于我国长期要素价格扭曲，这造成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相对低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被转移到中国，总体上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低端，形成了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为特征的出口结构，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能源需求压力和碳排放压力。而随着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出口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短期内，出口企业受到“遵循成本”假说的影响，生产成本提升使得对劳动要素需求的下降。不仅如此，生产成本的提升带动出口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出口产品与他国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出口企业绩效（Hering & Poncet，2014），进而降低劳动力需求。因此，贸易方式的转变需要以提升国际大循环为目标，这意味着之前的劳动密集型和加工环节的企业都要加快转型，但在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碳排放的同时，也会带来就业人数的下降。
（四）气候变化政策、能源结构与就业
在能源供给侧，能源结构直接关系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与增长速度。我国能源转型正处在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阶段，清洁能源虽然有所发展，但以煤碳为主的能源结构总体没有改变，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应用和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将是减排的关键举措。
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供应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尽管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逐步降低，2019年已由早年的70%降至57.7%，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煤炭仍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供应主体。因此，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是缓解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重头戏。然而，由于通过燃煤机组发电或制造化工原料等行业都处在产业链的上端，因此随着上游产业成本提高，将原先对社会造成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环境治理的成本也会在价格中显现。环境成本上升在推动产品价格提升的同时会带来产品需求的降低，进而会减少劳动力需求量（Morgenstern et al，2002）。对于非化石能源的发展，我国现要求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5%，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供应将稳步提升而化石能源比重相对下降。非化石能源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企业用能成本。
可见，无论是煤炭的清洁利用还是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在短期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这些举措均不可避免地会推高企业的用能成本，从而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企业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运营决策，进而对企业用工人数产生负面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能源供给结构的优化除了会拉高一般企业的用能成本，它还直接关系到能源行业本身的发展。新能源产业和新业态都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重点扶植，而火电、煤炭及煤化工领域将受到明显冲击。那么传统能源行业将会萎缩，新能源行业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例如，部分较为落后的火电厂选择技术优化来降低碳排放，那么技术的提升可能会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带来火电行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但与此同时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火电比重，并且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供应结构调整对就业人数的影响并不明确。图4展示了2005-2019年间我国煤炭采选业和石油与核燃料加工业就业人数与能源结构的关系。2011年前，化石能源比重与就业人数的关系还并不十分明确，但在2011年后，化石能源比重与就业人数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原油比重和原煤比重的降低，就业人数也逐渐下降。
	
	


[bookmark: _Ref100184068]图4　2005-2019年行业就业人数与能源供应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政策与就业人数的关系会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出口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估计气候变化奥肯定律，即碳排放与就业人数周期性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上述因素对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产生的影响。
四、实证模型和数据
[bookmark: _Toc69827742]（一）实证模型
本文基于传统奥肯定律构建气候变化奥肯定律的分析框架。传统奥肯定律指的是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差异与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差异之间的一个短期关系。奥肯定律认为总需求变化会导致产出的变化，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企业会雇佣或解聘工人来适应产量变化，而这一举动则会影响失业率与就业率。为更好地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加深对碳排放作为经济活动的理解，以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考察气候变化政策，因而本文借鉴传统奥肯定律的思路提出气候变化奥肯定律，分析碳排放与就业人数的周期性关系。
本文参照Ball et al（2017）中提到的两种形式构建实证估计模型来分析实际碳排放与潜在碳排放差异和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两种形式基于不同且互补的假设前提。第一种形式为差值估计：	
                    (1)
其中是碳排放的增长率，是就业人数的增长率，随机扰动项同时包含省份固定效应。参数衡量就业人数变动对碳排放的响应程度，预期为正。该种设定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对潜在水平值进行估计，但是该设定暗含假设碳排放和就业人口的潜在增长率不变。一般来说，奥肯定律研究的是产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我国的失业率多数情况下处于较低水平，且少有波动；相比起来，就业人口可以更直接地衡量劳动力市场波动，因而本文使用城镇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衡量指标。
第二种形式为水平估计：
                      (2)
其中，为就业人数对数，为碳排放对数，*表示潜在水平，随机扰动项同时包含省份固定效应。参数衡量周期性就业人数对周期性碳排放的响应程度，预期为正。这种估计形式无需假设碳排放和就业人数存在固定的潜在增长率，但需要对各自的潜在水平进行估计。基于我国发展模式，本文更加偏好第一种估计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考察的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奥肯定律，因而需要区分变量的趋势部分和周期部分。本文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简称HP滤波）来分解时序变量的趋势和周期部分（Hodrick & Prescott，1997）。HP滤波最小化以下目标函数：
                       (4)
其中， 表示就业人数与碳排放， 表示各自的趋势部分，二者之差表示短期经济波动导致周期部分。 表示平滑参数，并根据惯例将年度数据的设定为100。
根据趋势部分和周期部分的区分，类似地，本文通过以下形式来估计二者趋势部分的弹性系数：
                                                  (3)
其中，与分别表示就业人数对数和碳排放对数的潜在趋势水平，随机扰动项同时包含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参数衡量周期性就业人数对周期性碳排放的响应程度，预期为正。
[bookmark: _Toc69827743]（二）变量描述与数据介绍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气候变化政策，采用碳排放指标对其进行表征，具体为表观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各省碳排放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排放核算数据库（China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CEADs）。不同于Cohen et al（2019）区分了是否考虑省际内部电力交易的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本文的碳排放数据均为生产侧数据，原因主要在于本文认为消费侧碳排放的估计需要基于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核算，而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连续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如果仅根据现有年份数据进行推算，可能会对数据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就业。在差值估计中，被解释变量为就业增长率；在水平估计中，被解释变量为实际就业人数与根据HP滤波对就业分解的潜在就业人数之间的缺口（方福前和孙永君，2010）。其中就业人数以城镇就业人数表征，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对于控制变量，影响一个地区就业的因素有很多，经验研究文献大多根据自身研究主题需要和数据可得性，引入相应的控制变量（魏楚和郑新业，2017）。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气候变化政策如何影响就业，而并非识别和检验影响就业的所有因素，因而本文采用简化模型进行分析，并引入潜在的机制变量进行讨论。
本文涉及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产出水平、产业结构、出口、FDI和能源结构。其中，各省经济产出水平以人均GDP的观测值与样本年份内本省人均GDP的均值之差表征，以1997年为基期进行调整；产业结构以各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表示；出口为当年该地区的出口总额；FDI为实际利用外资额。对于能源结构，本文采用煤炭消费量和火电装机容量进行表征。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电力年鉴》。本文所构建的省级面板数据包括30个省份（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的1997—2019年间的数据。表1为本文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bookmark: _Ref59753919][bookmark: _Ref59753913][bookmark: _Toc71124533]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二氧化碳排放（百万吨）
	690
	252.17
	242.06
	0.81
	1700.04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690
	10131.39
	11077.59
	202.05
	65145.22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690
	810.72
	608.36
	40.65
	2933.40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690
	5753.87
	6678.80
	78.80
	37333.87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690
	3596.61
	4024.87
	78.45
	24658.70

	外商投资额（亿元）
	690
	417.86
	797.49
	0.20
	7194.16

	出口额（亿元）
	690
	1693.93
	4447.79
	9.67
	45790.90

	煤炭消费量（万吨）
	690
	10472.08
	9368.48
	138.00
	51331.61

	火电装机量（万千瓦）
	690
	2070.02
	2029.65
	58.14
	10713.00


五、实证分析结果
[bookmark: _Toc69827745]（一）基准结果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即碳排放对就业影响的初步分析。其中CO2增长率和CO2周期部分的估计系数分别为利用水平方程和差值方程估计的奥肯系数，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对省聚类进行标准误估计。由于是周期性分析，此时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不难看出，气候变化奥肯系数无论是在水平方程中还是差值方程中，其大小与显著性并无显著差异，短期中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在差值方程列(1)中，短期内碳排放增长率每增加1%，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显著增加约0.10%；在水平方程列(2)中，短期碳排放每增加1%，就业人数增加约0.11%。换言之，在短期减排过程中，如果需要实际碳排放少于稳态趋势1%，则需要牺牲0.11%的就业人数，即碳减排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失业。对比长期趋势的分析，我们采用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发现在趋势性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长期中减排政策带来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相互抵消，使得减排政策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

[bookmark: _Ref59754582][bookmark: _Toc71124534]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气候变化奥肯系数
	长期

	
	差值估计
	水平估计
	

	
	(1)
	(2)
	(3)

	CO2增长率 (
	0.10***
	
	

	
	(0.02)
	
	

	CO2周期部分 (
	
	0.11***
	

	
	
	(0.04)
	

	CO2趋势部分 (
	
	
	-0.01

	
	
	
	(0.06)

	常数项
	3.11***
	－
	185.16***

	
	(0.12)
	－
	(32.10)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观测值
	660
	690
	690

	省份数
	30
	30
	30

	R2
	0.07
	0.04
	0.97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显著。
[bookmark: _Hlk100184691]为考察气候变化奥肯系数在不同时期是否存在差异，接下来将分子样本进行估计。考虑到数据的年份长度，本文选取两个临界点分别进行分析。一是以2008年作为临界点对样本进行划分，这是由于该年有奥运会的召开和金融危机等标志性事件。但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可能只是影响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情况，而且金融危机可能并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相关的外部冲击。因而，我们还以2011年作为临界点进一步考察气候变化奥肯系数。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作为首批碳交易试点省份，故选取2011年作为第二个临界点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在1997—2007年，周期性碳排放对就业人数的影响系数在差值估计和水平估计中均为0.14，即短期内碳排放每偏离稳态1%，就业人数偏离稳态接近0.14%；2008年之后的差值估计结果与前期较为接近，但系数显著性水平在水平估计中不再显著。在子样本2中，周期性碳排放对就业人数的影响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设置后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气候变化政策在短期内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会因为“遵循成本”效应而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
[bookmark: _Ref61045373][bookmark: _Toc71124535]表3　子样本估计
	解释变量
	子样本1
	子样本2

	
	差值估计
	水平估计
	差值估计
	水平估计

	
	1997-2007
	2008-2019
	1997-2007
	2008-2019
	1997-2010
	2011-2019
	1997-2010
	2011-2019

	
	(1)
	(2)
	(3)
	(4)
	(5)
	(6)
	(7)
	(8)

	CO2增长率
	0.14***
	0.12***
	
	
	0.16***
	0.20***
	
	

	
	(0.04)
	(0.04)
	
	
	(0.04)
	(0.05)
	
	

	CO2周期部分
	
	
	0.14***
	0.05
	
	
	0.12***
	0.14***

	
	
	
	(0.04)
	(0.04)
	
	
	(0.03)
	(0.04)

	常数项
	-0.10
	5.45***
	－
	－
	0.68**
	5.75***
	－
	－

	
	(0.27)
	(0.15)
	－
	－
	(0.27)
	(0.11)
	－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330
	330
	360
	390
	270
	420
	270

	省份数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R2
	0.20
	0.08
	0.13
	0.02
	0.15
	0.12
	0.09
	0.05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显著。

进一步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滚动窗口回归，考察气候变化奥肯系数的动态变化，即碳排放变化对就业人数的动态影响变化。图5为在差值方程形式下的气候变化奥肯系数在不同时间窗口的回归结果。图中曲线显示气候变化奥肯系数随年份增长大致呈现下降趋势，由0.18左右下降至0.01左右，也就是说每减排1%，对就业人数的影响由0.18%下降到0.01%，即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降低，也就意味着同等速率减排对就业影响的程度不断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碳排放对就业冲击越小，进而说明减排政策的制定需要对政策实施时段进行考虑。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来，滚动窗口对应的奥肯系数呈现小幅上升，这主要由于自变量碳排放总量增长整体呈现减速趋势，但在2016年后出现小幅反弹。2014-2016年间，我国碳排放量年均增速为-2.1%，而2017-2019年的年均增速则高达3.3%。同时，受去产能政策和需求放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原煤产量在2016年处出现明显的低位拐点。之后，我国煤炭需求回暖，原煤生产恢复性增长。
 [image: ]
[bookmark: _Ref100183989]图5　气候变化奥肯系数滚动窗口分析

[bookmark: _Hlk95911061]此外，本文还基于各省截面数据对各省份碳排放与就业间的短期关系进行了估计。但从估计结果来看，大部分省份系数估计均不显著，且各省估计系数大小排序与预期也并不一致，这可能受样本数量有限（每个省23个），使得难以得到准确的估计结果。因此，此处不做过多讨论，下文将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
[bookmark: _Toc69827746][bookmark: _Hlk100184894]（二）影响机理分析
本节将纳入经济产出、经济结构、出口、FDI和能源结构等变量进行考虑，量化各变量如何影响碳排放与就业的关系。该部分引入潜在的传导机制变量与碳排放的交互项对该问题进行分析（魏楚和郑新业，2017），估计结果见表4。第(1)列为周期性减排对就业的直接影响，第(2) —(7)列为减排政策对就业的传导机制分析。表4由于在估计时引入了交互项，因此表格下方还报告了不同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描述了碳排放和机制变量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bookmark: _Hlk95911649]从平均边际效应来看，可以发现，在各类变量的调节作用下，周期性碳排放量对就业的影响仍显著为正。换言之，短期内减排政策的实施会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平均而言，周期性碳排放量每减少1%，就业人数将偏离稳态0.10%-0.17%，均大于列(1)中碳排放对就业的直接影响为0.10%。这表明就平均而言，机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即经济产出水平、产业结构、出口、外商投资和能源结构的变化放大了气候变化政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来看，除经济产出水平和外商投资额外，其他各类机制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这些机制变量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其中，碳排放与经济产出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在单独分析经济产出水平时，其对两者相关性的直接影响为正。但需要关注的是该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涉及诸多方面，譬如产业升级等，这类因素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同时根据列(3)产业结构的回归结果可知，重工化程度越高，减排成本越高；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则减排带来的就业成本会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产出水平对就业的影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此外，根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的正向调节效应还需在下文中进行进一步分析。对于出口，出口额越高，则周期性碳排放变化对就业的影响越大；对于能源侧，化石能源消费的增加亦会强化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外商投资额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气候变化政策通过外商投资而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污染光环”效应较强，使得其受环境政策的影响不明显。
[bookmark: _Ref61826133]表4　气候变化奥肯定律的影响机制分析
	[bookmark: _Hlk98530344]
	就业人数增长率

	
	(1)
	(2)
	(3)
	(4)
	(5)
	(6)
	(7)

	CO2增长率
	0.10***
	0.16***
	-0.06
	-0.05
	0.09
	-0.19
	-0.16

	
	(0.02)
	(0.02)
	(0.10)
	(0.11)
	(0.06)
	(0.15)
	(0.17)

	经济产出水平
	
	4.96***
	
	
	
	
	

	
	
	(0.33)
	
	
	
	
	

	CO2增长率×经济产出水平
	
	0.07
	
	
	
	
	

	
	
	(0.04)
	
	
	
	
	

	产业结构
	
	
	11.46***
	
	
	
	

	
	
	
	(1.19)
	
	
	
	

	CO2增长率×产业结构
	
	
	0.12*
	
	
	
	

	
	
	
	(0.06)
	
	
	
	

	ln(出口)
	
	
	
	5.36***
	
	
	

	
	
	
	
	(0.33)
	
	
	

	CO2增长率×ln(出口)
	
	
	
	0.03*
	
	
	

	
	
	
	
	(0.02)
	
	
	

	ln(FDI)
	
	
	
	
	5.39***
	
	

	
	
	
	
	
	(0.33)
	
	

	CO2增长率×ln(FDI)
	
	
	
	
	0.01
	
	

	
	
	
	
	
	(0.01)
	
	

	ln(煤炭消费)
	
	
	
	
	
	6.44***
	

	
	
	
	
	
	
	(0.86)
	

	CO2增长率×ln(煤炭消费)
	
	
	
	
	
	0.03**
	

	
	
	
	
	
	
	(0.02)
	

	ln(火电装机)
	
	
	
	
	
	
	4.68***

	
	
	
	
	
	
	
	(0.44)

	CO2增长率×ln(火电装机)
	
	
	
	
	
	
	0.04*

	
	
	
	
	
	
	
	(0.02)

	常数项
	3.11***
	2.60***
	-14.33***
	-30.19***
	-22.62***
	-54.17***
	-30.93***

	
	(0.12)
	(0.13)
	(1.79)
	(2.08)
	(1.58)
	(7.58)
	(3.14)

	平均边际效应

	CO2增长率
	0.10***
	0.16***
	0.12***
	0.17***
	0.15***
	0.10***
	0.15***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经济产出水平
	
	5.31***
	
	
	
	
	

	
	
	(0.32)
	
	
	
	
	

	产业结构
	
	
	12.09***
	
	
	
	

	
	
	
	(1.16)
	
	
	
	

	ln(出口)
	
	
	
	5.54***
	
	
	

	
	
	
	
	(0.34)
	
	
	

	ln(FDI)
	
	
	
	
	5.46***
	
	

	
	
	
	
	
	(0.34)
	
	

	ln(煤炭消费)
	
	
	
	
	
	6.62***
	

	
	
	
	
	
	
	(0.81)
	

	ln(火电装机)
	
	
	
	
	
	
	4.91***

	
	
	
	
	
	
	
	(0.41)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省份数
	30
	30
	30
	30
	30
	30
	30

	R2
	0.07
	0.23
	0.21
	0.22
	0.22
	0.24
	0.22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气候变化奥肯系数的差异，本文将对经济产出和产业结构进行重点分析。
1. 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与经济产出。根据上文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但若考虑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非线性关系，则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表5中列(1)考察了碳排放增长率与经济产出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其中经济产出水平的平方项显著为负[footnoteRef:6]。通过对其进行倒U型关系的检验，发现其极值点处于数据范围内，且能够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其为单调关系或U型关系的原假设；同时，其斜率的符号特征也验证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因此，该结果说明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碳排放增长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为进一步对该结论进行验证，我们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奥肯系数的差异，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与气候变化奥肯系数的关系。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奥肯系数显著为正，且高于东部地区。这说明气候变化政策在中西部地区会对就业产生周期性影响。具体来说，短期内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增长率每增加1%，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显著增加大约0.10%，而很难认为气候变化政策会对东部地区的就业人数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东部地区例如北上广等省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开始逐渐脱钩，产业结构迈向高级化，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高排放，使得减排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较弱。这可能在于两方面原因。其一，近年来的产业转移导致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同时中西部地区扶贫产业的发展，使得中西部地区就业吸收功能增强，而这类产业极易受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其二，东部地区拥有技术、人才、资源的天然优势，在新技术研发与增强自主创新方面具有较强能力，因而气候变化政策更容易刺激当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动新的就业。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减排政策的实施对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具有差异，这也给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任务分派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如何因地制宜的采取减排政策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6:  由于本文是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分析，因而为控制时间趋势，本文经济产出水平以人均GDP与本省人均  GDP的均值之差来表示。] 


[bookmark: _Ref98336312]表5 分地区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估计
	解释变量
	CO2增长率
	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4)

	经济产出水平
	-2.30***
	CO2增长率
	0.08
	0.11**
	0.09**

	
	(0.44)
	
	(0.06)
	(0.04)
	(0.03)

	经济产出水平2
	-10.76***
	常数项
	3.94***
	1.82***
	3.24***

	
	(0.99)
	
	(0.29)
	(0.17)
	(0.21)

	常数项
	9.59***
	
	
	
	

	
	(0.39)
	
	
	
	

	省份固定效应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数
	30
	省份数
	11
	8
	11

	观测值
	660
	观测值
	242
	176
	242

	R2
	0.20
	R2
	0.11
	0.06
	0.03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通过构造各省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与人均GDP的散点图，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气候变化奥肯系数的关系。图6显示，气候变化奥肯系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表5的结果较为一致。换言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减排政策的实施对就业的影响程度较小，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减排的就业成本开始上升，而到经济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时，减排的就业成本有所回落。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减排时段安排的重要性，减排时段的选择与减排成本密切相关。
[image: ]
[bookmark: _Ref61833475][bookmark: _Toc71124530]图6　分省份短期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与经济发展水平
2. 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与产业结构。为考察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在减排过程中对就业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分析碳排放对各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6。第(2) —(4)列为碳排放对各产业的影响。不难发现，碳排放对各产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尤其碳排放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最大，达到0.16。换言之，碳排放增长率每偏离稳态1%，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将偏离稳态0.16%。即碳排放增长会显著加重经济的重工业化，而减排政策的实施会通过降低重工化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若将三大产业均纳入到碳排放对就业人数影响之中，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不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影响碳排放的就业效应。具体来说。将产业结构纳入到气候变化奥肯定理分析框架后，碳排放对就业的影响有接近50%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发挥作用，且主要是通过影响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发挥作用，其中碳排放的变动会使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影响为负，这意味着减排政策的实施，会给予第三产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bookmark: _Ref62259856][bookmark: _Toc71124537]表6　产业结构对气候变化奥肯系数的影响
	解释变量
	就业人数增长率
	一产增长率
	二产增长率
	三产增长率
	就业人数增长率

	
	(1)
	(2)
	(3)
	(4)
	(5)

	CO2增长率
	0.10***
	0.03**
	0.16***
	0.04***
	0.04

	
	(0.02)
	(0.01)
	(0.02)
	(0.01)
	(0.03)

	一产增长率
	
	
	
	
	0.05

	
	
	
	
	
	(0.13)

	二产增长率
	
	
	
	
	0.41***

	
	
	
	
	
	(0.08)

	三产增长率
	
	
	
	
	-0.39**

	
	
	
	
	
	(0.19)

	常数项
	3.11***
	3.78***
	9.99***
	9.95***
	2.73

	
	(0.12)
	(0.07)
	(0.11)
	(0.04)
	(1.68)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数
	30
	30
	30
	30
	30

	观测值
	660
	660
	660
	660
	660

	R2
	0.07
	0.29
	0.23
	0.12
	0.10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同样地构造各省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与各产业比重的散点图，见图7。第一产业占比越低且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的省份，或者第一产业占比较高且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的省份，碳减排的劳动力成本越低。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的省份，碳减排劳动成本越高，尤其对于中国目前而言，第二产业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时大力推进减排工作，将会对就业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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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62261151][bookmark: _Toc71124531]图7　分省份短期气候变化奥肯系数与经济结构
[bookmark: _Toc69827747]（三）稳健性检验
表2基准结果为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结果表明了碳排放与就业之间存在短期相关关系，但不可否认该结果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由于本文并未选取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因而遗漏变量的问题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较为明显，例如碳排放在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同时，就业也会对碳排放进行反馈，就业人数越多，意味着生产活动更加丰富，那么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碳排放。基于此，本节采用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动态面板GMM模型以及更换滤波等方法对气候变化奥肯定律进行稳健性分析，以期加强对两者关系的说明。
表7列(1)和列(2)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外商投资额变量（尹恒等，2021；张婷等，2021），其估计结果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无显著差异。列(3)和列(4)列为动态面板GMM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差值估计还是水平估计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无法拒绝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可以使用GMM模型。尽管差值估计结果不显著，但从差值估计系数大小来看，与本文基准模型较为接近。对于水平估计，其变量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均与本文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无明显差异，即碳排放每偏离稳态1%，就业人数偏离稳态0.10%。换言之，碳排放每减少1%，就业人数会减少0.10%。因此可得出结论，碳排放会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也意味着减排伴生着与就业人数的下降[footnoteRef:7]。 [7:  本文试图使用工具变量模型对内生性进行处理，但对于就业人数和碳排放这类宏观变量而言，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存在一定难度。本文尝试使用气温这一外生变量作为碳排放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从其估计结果来看，尽管估计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均与文章基准模型结果没有太大差异，并且这一工具变量顺利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但无法通过过度识别检验。] 


[bookmark: _Ref61040107][bookmark: _Toc71124541]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差值估计
	水平估计
	动态 GMM

	
	
	
	差值估计
	水平估计

	
	(1)
	(2)
	(3)
	(4)

	碳排放	Comment by lenovo: 具体是什么？
	0.10***
	0.10**
	0.09
	0.10***

	
	(0.02)
	(0.04)
	(0.10)
	(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否
	否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数
	30
	30
	30
	30

	观测值
	660
	690
	630
	660

	AR(1) (P-value)
	
	
	0.00
	0.06

	AR(2) (P-value)
	
	
	0.33
	0.41

	Sargan检验(P-value)
	
	
	0.276
	0.144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基于HP滤波分解原始时间序列中的趋势部分和周期部分，并估计出基准结果。目前学界对HP滤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该方法在包含异质性国家数据的应用中（Hamilton，2018），因此，关于基准结果稳健性的一个担忧在于其是否会因为滤波使用的差异而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Baxter-King滤波（简称BK滤波）、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简称CF滤波）以及Hamilton滤波对数据进行分解，以保证文中实证结果不受具体滤波算法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表8给出了利用不同滤波分解方法分离周期数据得到的结果，短期内碳排放对就业人数的影响在0.07到0.11之间，与表2中的HP 滤波估计结果0.10相比较，差异并不明显，且大致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基准结果的另一部分是基于碳排放与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估算得到，一个担忧在于由于跨省份间基数不同导致增长率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直接采用碳排放（百万吨 CO2）和就业人数（万人）的变化量，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直接进行估算，发现碳排放每降低1百万吨，就业人数减少0.24万人。这一结果虽与基准结果在解释上存在差异，但也说明二者正相关系的显著性。

[bookmark: _Ref61041826][bookmark: _Toc71124542]表8　不同滤波分解方法结果
	解释变量
	CF滤波
	BP 滤波
	Hamilton滤波
	就业人数变化量（万人）

	
	(1)
	(2)
	(3)
	(4)

	CO2周期部分
	0.11***
	0.07**
	0.08***
	

	
	(0.03)
	(0.03)
	(0.02)
	

	CO2变化量
（百万吨）
	
	
	
	0.24***
(0.64)

	观测值
	690
	450
	600
	660

	R2
	0.04
	0.04
	0.03
	0.23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bookmark: _Hlk100187171][bookmark: _Toc69827748]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气候变化政策视作短期冲击，构建了碳排放和就业短期波动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气候变化奥肯定律，对碳排放和就业两者的短期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本文基于省级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19年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和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碳排放每偏离稳态1%，就业人数在差值方程和水平方程中分别偏离稳态0.10%和0.11%。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因果识别，结果仍支持本文结论。进一步地，本文还对两者关系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关系会随着时间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碳减排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即减排过程所带来的就业成本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同时不同地区减排对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基于该结果，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商投资和出口五个角度探讨了导致差异存在的原因。综合而言，发展水平越高，碳减排代价越低。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多系统工程，碳减排政策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同时减排政策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也会受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应当有先后、有轻重、有缓急地科学减排，充分考虑公正转型问题。首先，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应以构建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良性循环为前提，积极做好各项政策对就业影响的事前评估，实时调整政策强度和范围。其次，在时间维度上，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能源新禀赋的出现等减排红利的出现，减排成本将会逐渐降低，减排选择也会逐渐多样化。因此，为降低气候变化政策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减排的轻重缓急问题进行思考，以对减排时段的安排进行科学设置。否则，目前的高强度减排实际上是减少当代人消费，而将当代人的财富转移到后代，从而带来代际公平问题。这一观点也与诺德豪斯关于减排的建议路径相吻合。
从产业发展和地区发展来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通常依赖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这类产业往往具有强大的就业吸收功能；而发达地区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气候政策实施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得落后地区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发达地区更大。同时，高排放行业的结构性失业地域与低碳行业的工作岗位创造地域并不匹配。换言之，低碳行业首先会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而工作岗位流失的地区往往是落后地区。因此，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应更加关注减碳过程中的公正转型问题，从历史贡献和现实责任的角度出发，对不同地区的减排强度进行优先序排序，给予各地区合理的碳预算。要建立有序退出传统高排放产业相关政策和支持机制，引入金融科技政策和人才资源来帮助有潜力转型的企业向高质量产业转型，在发展低碳技术、资金、教育等方面给予落后地区必要的倾斜和支持，确保转型的稳定性、有序性和公平性。
此外，在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绿色经济的增长会培育碳减排等行业的就业新增长极，这就需要促进市场供需匹配。因而，政府应加强劳动力供给与碳中和发展需求的结构性匹配，开展大规模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培训资源向双碳领域集中，提升劳动力技能升级，以保障新型人才对碳减排工作的支撑。
考虑到碳减排对就业的影响直接涉及到公正转型问题，那么碳排放责任的分配原则十分关键。但受限于我国投入产出数据的可得性，笔者仅能获取部分年份的消费侧碳排放数据，因而本文对碳排放的测度仅考虑了生产侧的碳排放量，这限制了本文对于公正转型问题的深入探讨。不同的核算原则对我国碳排放，尤其是碳减排目标的公平性以及减排责任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希冀在今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将消费侧碳排放纳入到分析之中，以对气候变化奥肯定律进行更加全面而完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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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Cycle: Okun's Law of Climate Change
	Comment by lenovo: 补充作者信息
Abstract: Carbon neutr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are currently important task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trade-off of these two goals requires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employment costs brought about by emission redu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short-term fluctu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mployment by incorporat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employment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and estimates Okun’s coefficient of Climate Change. We verified the existence of Okun’s Law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that for every 1% reduction in emission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will drop by 0.10%. Furthermore, we also explored the mechanisms of Okun’s Law of Climate Change and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level, FDI, and energy structure are all critical channels.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 lower the cost of emission reduc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etting of emission reduction tasks needs to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eriod, region, and industr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value for the arrangement of future carbon-neutral task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air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Okun’s Law; Carbon Neutrality; Business Cycle;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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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数（百万人）



实际利用外资额(十亿美元)	64.408000000000001	69.431824000000105	74.778074448000012	81.13421077608001	87.868350270494474	95.864370145109618	105.4508071596205	116.10133868274227	129.3368912925749	145.762676486732	166.46097654784785	182.60769127298911	199.77281425265011	220.94873256343104	242.15981088952034	261.29043594979197	281.67108995387628	302.51475061046352	323.69078315319558	345.70175640761204	369.55517759973844	394.31537449892022	417.97429696885564	24.085756581229305	23.991693452895625	23.570063235059468	24.726787809369316	26.585407402029546	28.870952853727513	34.200140042531999	39.247839419693086	45.748224396790185	51.052647283124344	55.909984593798427	57.988889248539863	63.511172610795491	68.423532427065368	75.922767218474348	78.460559337126099	82.191270773551295	80.958166181999516	78.053993946234613	77.784969772807457	78.898410034763756	81.170360957228183	83.237643181120447	实际利用外资额(十亿美元，1997价格) 

二氧化碳排放（亿吨）


81.13421077608001	87.868350270494474	95.864370145109618	105.4508071596205	116.10133868274227	129.3368912925749	145.762676486732	166.46097654784785	182.60769127298911	199.77281425265011	220.94873256343104	242.15981088952034	261.29043594979197	281.67108995387628	302.51475061046352	323.69078315319558	345.70175640761204	369.55517759973844	394.31537449892022	417.97429696885564	332	345	391	454	563	688	796	903	943	978	1053	1217	1246	1566	1562	1446	1361	1291	1212	1203	实际利用外资额(十亿美元，1997价格) 

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万人）


煤炭采选业就业人数（万人）-左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435.81	463.66	463.69	502.38	505.54	527.19000000000005	520.98	529.67999999999995	488.42999999999961	443.21	397.11	284.68	原煤比重（%）-右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81.2	81.400000000000006	81.599999999999994	81	81	80.7	81.900000000000006	81	80.400000000000006	79.2	78.2	76.7	76.599999999999994	76.599999999999994	76.2	




石油和炼焦业就业人数（万人）-左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74.400000000000006	76.790000000000006	80.64	86.02	84.95	92.149999999999991	96.11999999999999	94.51	96.84	93.29	87.63	80.75	原油比重（%）-右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1.9	11.3	10.6	10.3	10	9.8000000000000007	9	9	8.9	9	9.2000000000000011	9	8.4	7.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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